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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乃欣＊

傳統的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的，會選擇利益最大化的選項，然而，大量

的實證證據顯示，人們的選擇行為並非如此理性。對此，在過去 40年來，
許多心理學家已經從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簡易的認知捷思法 

（heuristics） 等認知處理的角度加以解釋 （Slovic, Lichtenstein, & Fischhoff, 
1988）。近 10年來，則開始有許多研究者由情緒與神經生理的角度加以探討 

（Pessoa, 2008; Weber & Johnson, 2009; Winkielman, Knutson, Paulus, & Trujillo, 
2007）。認知與情緒交互影響決策的雙系統論因而被廣泛的討論。

在這篇文章中，首先介紹情緒與決策相關的研究，接著提出現階段最廣

為接受的兩種解釋模型，並介紹與情緒相關的腦區及這些腦區是如何導致情

緒影響決策的歷程。最終討論認知與情緒共同影響決策的雙系統論。

情緒影響決策一、 
隨著近年來對於情緒與決策研究的發展，人們逐漸發現情緒扮演著幫助

我們生存、適應環境、達到目標的功能性角色。人們也會因為處於不同的情

緒狀態而採取不同的思考歷程，例如人們在正向情緒下會傾向於維持現況而

採用過去一般性的知識、經驗法則、較有彈性的處理訊息；然而，當人們在

負向情緒的狀態下，則會傾向於改變現狀以改變當下的負向情緒，而較仔

細、小心的採用邏輯分析的思考方式去處理訊息 （Schwarz & Clore, 1996）。
情緒亦會影響決策。Porcelli等人的研究指出，當受試者處於壓力情境

下會讓受試者的選擇更極化。該實驗發現，當受試者處於壓力情境時，會讓

過去傾向選擇保守決策的受試者更趨保守，而在風險選擇的決策下，也更傾

向做出具風險的決策 （Porcelli & Delgado, 2009）。Lerner等人的研究發現，
除了壓力情境之外，受試者個人的情緒狀態也會影響決策。被引發哀傷 （sad） 

情緒的受試者會傾向做出能夠改變現狀的決策；而被引發厭惡 （disgust）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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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試者會傾向做出排除所有物的決策，如降低售出物品的價格等 （Lerner, 
Small, & Loewenstein, 2004）。這些研究證據都顯示，不同的情緒狀態會影響
受試者最終的決策結果。

情緒影響決策的解釋模型二、 
過去學者提出幾種可能的解釋模型以解釋情緒影響決策的機制，這些模

型主要可分為兩類：連結模型 （Associative Model） 與推論模型 （Inferential 
Model）。連結模型認為情緒會以自動激發的方式，影響到語意網路 （semantic 
network） 對事件的編碼 （encode）、提取 （retrieval） 等歷程及動作網絡的連
結，進而影響到決策判斷。研究結果發現，處於正向情緒的受試者，在判斷

一個模糊情境時會傾向於將該情境解釋為正向 （Niedenthal, 1990），也較傾向
於採取合作及信任的方式 （Forgas, 2006）；甚而影響到受試者動作行為上的差
異，如相較於負向詞彙，處於正向情緒的受試者在將正向詞彙拉近自己時其

反應時間會較快 （Chen & Bargh, 1999）。由此顯示，情緒的狀態可以引發自
動化的反應歷程，即負向情緒可能會激發撤離 （withdraw） 的反應，而正向情
緒則激發趨近 （approach） 的反應。

相較於連結模型視情緒為較自動化的歷程，推論模型則強調 「感 

覺」 （feeling） 的體驗，即將此感覺納為決策判斷的一個因素 （affect-as-
information）。Loewenstein 與 Lerner （2003） 區分預期情緒 （expected emotion） 與
立即情緒 （immediate emotion），前者是由預期決策後果所產生的情緒，例如：
一位投資者考慮是否要提取一些儲蓄的資金投資高風險的高科技股票，當他考

慮萬一碰到崩盤，則會對資金投資高風險股票產生後悔 （regret） 的情緒，影響
其做決策。一些決策理論即將這種預期情緒納入考量 （Mellers, Schartz, & Ritov, 
1999）。而立即情緒可以由預期情緒引發，例如上述想到崩盤，後悔的預期情
緒則會引發焦慮；另外，立即情緒亦可能是由與決策行為完全無關的刺激所

引發。例如，研究發現，天氣的好壞會影響受試者評估生活滿意度 （Schwarz 
& Clore, 1983）。另外，Au等人 （Au, Chan, Wang, & Vertinsky, 2003） 的研究
顯示，在由音樂引發的無關情緒下，金融市場的交易員在好心情下會有較差

的表現與過度自信，在壞心情下有較保守但卻較好的表現。可見情緒的好壞

會被受試者視為解釋或評估的訊息。此模型認為，受試者會嘗試解釋自己當

前的情緒狀態，但在過程中可能會有錯誤歸因的情況發生，進而影響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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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相關腦區三、 
根據目前對於大腦各區域的研究，有關情緒如何與認知整合並影響決策

的腦區大致有前額葉基底區 （Orbital Frontal Cortex, OFC）、腹側中央前額葉皮
質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前扣帶皮質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而與價值 （value） 及感受相關的腦區則包括杏仁核 （Amygdala）、
腦島 （Insula）、阿肯伯氏核 （Nucleus Accumbens, NAcc） 等。說明如下：

價值與感受相關的腦區：許多動物與人的研究皆顯示多巴胺神經元與其

投射區域如 NAcc和酬賞相關，而杏仁核與腦島和負向刺激與經驗有關。人
類功能性磁振造影 （fMRI） 的研究顯示，不僅食物或飲料會引發 NAcc及其
相關區域的活化 （O’Doherty, Deichmeann, Critchely, & Dolan, 2002），在預期會
獲得金錢時亦然 （Knutson, Adams, Fong, & Hommer, 2001）。Paulus, Rogalsky, 
Simmons, Feinstein, & Stein （2003） 發現在面對風險較高的賭博作業時，右腦
島 （right insula） 的活化量較高。Kuhnen與 Knutson （2005） 進一步發現，反
映預期會獲得金錢之 NAcc活化量，可以預測受試者的風險選擇行為；而反
映預期會有損失之腦島活化量，可以預測受試者的風險趨避行為。當預期

NAcc活化量升高時，受試者傾向風險追逐策略 （risk-seeking strategy）；當預
期前腦島 （anterior insula） 活化量升高時，受試者傾向風險趨避策略 （risk-
avoidant strategy）。

情緒與認知整合之相關腦區：一般認為 OFC在情緒與認知整合的功能上
扮演重要角色。過去研究發現 OFC外界刺激轉換為相對應的價值有關，像是
判斷刺激為酬賞或懲罰 （Rolls, 1999）。此外，也有研究發現猴子飢餓時 （動
機高） 看到食物，其 OFC活化會增加；而當猴子飽食時 （動機低），即使看到
食物其 OFC也不會有活化 （Rolls, 1999）。此即顯示 OFC為調節判斷主觀價
值的重要腦區。

由於過去研究發現 VMPFC及杏仁核受損的受試者，在進行倚賴情緒進
行決策的作業中其表現較差，故 Damasio提出軀體標記假說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SMH），即認為人們在決策時可以根據情緒，利用直覺捷思式來
達到好的決策表現。SMH認為人們在面對決策後的結果時，會產生相關的情
緒並引起生理反應，當下次再進行相同決策時，先前的情緒經驗和生理反應

會再現，進而幫助避開壞的決策，選擇好的決策，此理論即屬於上節所述將

情緒視為訊息影響決策的推論模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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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sio等為了驗證此假說，設計了一賭博牌局 （愛荷華賭博作業；Iowa 
Gambling Task, IGT） 來模擬真實生活中複雜、有衝突的決策判斷情境。IGT

有 A、B、C、D四副牌，每一副牌各有 40張，受試者被要求在每一個嘗試 

次，從四副牌裡一次選擇其中任一副來翻選，直到主試者結束實驗。每次受

試者翻牌，一定可以獲得立即酬賞 （immediate reward），但也會有一定機率出
現延宕損失 （delay punishment）。每次若選擇 A牌或 B牌，受試者一定可以
獲得較高的立即酬賞 （+100元），反之若是選擇 C牌或 D牌，則立即酬賞較
低 （+50元）；但在延宕損失部分，選擇A牌 10次中有 5次會損失 150~350元，
B牌 10次中有 1次會損失 1250元，選 C牌 10次中有 5次會損失 25~75元，
D牌 10次中有 1次會損失 250元。所以就長期而言，A、B牌是會造成虧損
的壞牌 （期望值為負），而 C、D牌則是會造成獲利的好牌 （期望值為正）。
IGT中混合有損失和獲得的不同可能，也包含了立即酬賞和延宕損失的衝
突，因此該設計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決策判斷情境，必須在立即的獲得小

額酬賞和延宕得到較高額獲利中取捨。

Damasio的團隊發現，正常受試者在 IGT中，經過幾次選牌經驗後 （約
20~30 次後），選擇好牌的次數會逐漸增加，進而贏較多的錢 （Bechara, 
Damasio, Damasio, & Anderson, 1994）。Damasio的團隊在進行 IGT實驗的同
時還記錄了受試者的膚電反應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簡稱 SCR）。他們
發現，正常人在選牌結果為損失時的 SCR （punishment SCR），和結果為獲得
時的 SCR （reward SCR），兩者高低量有差異，損失後的 SCR會高於獲得後
的 SCR。更重要的是，經過幾次選牌後 （約 10次），正常人在選牌前的預期
SCR （anticipatory SCR） 在選壞牌前會較高。Damasio等認為，這個較高的
SCR （即軀體標記） 可能和整體期望值有關，能做為警訊以引導受試遠離壞
牌，轉而選擇較多好牌，進而達到較高獲利 （Bechara, Tranel, Damasio, & 
Damasio, 1996）。

Damasio的團隊更進一步指出，大腦中和 SM相關的部位在 VMPFC  

（Bechara & Damasio, 2005）。許多研究資料皆指出 VMPFC和情緒經驗、酬
賞、社交能力等有關 （Beer, Shimamura, & Knight, 2004；Rolls, 2000），例如
臨床研究發現在 VMPFC受傷的病人，會缺乏耐性、無法克制衝動、短視近
利等，以及無法做出正確有益的決策判斷 （Lhermitte, Pillon, & Serdaru, 
1986），或者沒有辦法正確評估情緒意圖 （Young, Bechara, Tranel, Dama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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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er, & Damasio, 2010）。而在 IGT的實驗中，Damasio等發現 VMPFC受
傷的病人會比正常受試者選擇更多壞牌；同時，VMPFC病人雖然像正常人
一般，損失後的 SCR會高於獲得後的 SCR，然而在選擇壞牌前不會產生較高
的預期 SCR。因此 Damasio等推論，VMPFC病人在決策前缺乏情緒關聯的
生理反應 （較高的預期 SCR），所以無法提供趨避壞牌的警訊，導致選擇壞牌
較多，最後獲利較正常受試者為少。

認知如何調節情緒對決策的影響四、 —雙系統論
除了情緒對決策的影響之外，一般的認知系統也在調節情緒對決策的影

響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期對於決策判斷的研究都紛紛指出人們在決策

時似乎會受到兩個不同系統的影響 （Evans, 2008）：系統一的處理速度較快且
涉及許多內隱反射之歷程，一般認為與情緒處理有較大的相關；系統二則處

理速度較慢且涉及較多控制歷程，一般認為與理性決策有較大相關。而這兩

個系統之間可相互調節並影響最終決策。

以經濟學研究中的最後通牒賽局 （Ultimatum Game） 為例。如果你可以提
議怎麼和另一個人分配 100元，但唯有你們兩人都同意分配的方式才能實際
獲得那筆錢。如果你是提議者 （proposer），可以提議該如何分配金額，你會
選擇怎麼分配？以及，如果你是回應者 （responder），可以選擇拒絕或接受提
議者分配的提議，對方提議你是否都會接受？

根據經濟學家一開始的預測，即假設人都是理性的，提議者應該會提議

自己分得越多越好，而對方分得越少越好，因為如此可以讓自己獲得最大利

益。但是實際研究結果顯示，提議者會傾向於提議對等分配，即接近 50/50

分配。而經濟學家也預測一個理性的回應者應該會接受提議者所有的提議，

因為再少的錢都比沒錢好，如果拒絕提議時就什麼都分不到了。但是研究結

果也指出，當提議者分配太不公平時，反應者有相當高的比率會拒絕提議  

（Sanfey, Rilling, Aronson, Nystrom, & Cohen, 2003）。這些研究結果都暗示著人
們在進行決策時並非單純使用理性思考。

研究者記錄受試者扮演反應者時的膚電反應，此生理指標一般認為與情

緒的激發程度有關，結果發現當受試者看到不公平的提議時 SCR會上升，而
對公平的提議則 SCR並未變動。此研究結果代表了受試者對於不公平的提議
有較大的情緒反應。在分析受試者拒絕及接受提議時的 SCR後也發現，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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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拒絕提議時其 SCR較高，顯示情緒可能在拒絕提議時扮演了關鍵角色。然
而，拒絕提議時的較高 SCR僅在受試者拒絕人類提議者時才會出現，當提議
者為電腦時便會發現拒絕跟接受的 SCR沒有差異。相較於電腦提議者，在面
對人類提議者時情緒似乎對決策有較大的影響 （van’t Wout, Kahn, Sanfey, & 
Aleman, 2006）。

Sanfey團隊更進一步提供情緒與理性雙系統相互影響的證據，他們發現
受試者傾向於接受由電腦所提出的不公平提議，而傾向拒絕由人類提出的不

公平提議。此外，該研究也發現當拒絕不公平提議時，與負向情緒相關的腦

島活化增加，而當接受不公平提議時，與認知執行功能相關的背側前額葉皮

質 （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活化增加。結果顯示，在進行決
策時情緒與認知兩系統似乎相互競爭，當情緒系統勝出時受試者會傾向拒絕

對自己不公平的提議，反之當認知系統勝出時受試者會接受提議，也顯示情

緒在決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Sanfey, et al., 2003）。
在國內，郭文瑞等人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證實了不同的思考歷程會

引發不同大腦區域的活化。研究發現，當進行涉及較多推理歷程的賽局時，

與推理思考有關的腦區—前額葉及頂葉 （Fronto-parietal Networks） —的活

化程度較高。然而，在較依賴直覺思考的賽局中，與情緒、快速決策相關的

腦區—腦島及前扣帶皮質區 （ACC） —活化程度較高 （Kuo, Sjostrom, 
Chen, Wang, & Huang, 2009）。上述研究顯示大腦中確實可找到支持雙系統的
證據，而決策的產生往往是經由兩個系統相互抗衡後所得的結果。

結語五、 
經由經濟學、心理學及神經科學等角度，我們對於情緒與認知因素如何

影響人們的決策行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神經經濟學 （Neuroeconomics） 此
一新興領域，讓研究者不但能夠由行為層面驗證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質疑，

並進一步由神經科學的證據佐證之，讓我們可以更深入的解釋或重新建構相

關的理論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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